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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女性知识型员工
情感承诺的影响机制研究

付竞瑶，张兰霞，张莹莹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沈阳 110167）

摘 要：本文依据社会交换理论与边界理论，基于 263位女性知识型员工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层次分析、Bootstrap法等方法，

探讨了工作家庭平衡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与情感承诺间的传导机制，分析了边界弹性意愿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

明：FSSB对女性知识型员工的情感承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家庭促进在 FSSB影响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的过程中起

中介作用；女性知识型员工边界弹性意愿正向调节了 FSSB通过工作家庭促进影响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

为企业留住女性知识型员工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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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已深刻地意识到：人才竞争才是企业竞争的根本。人对“知识”的生产和运用能力

的高低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在这种情境下，知识型员工因拥有“知识”这一先天优

势而成为企业人才竞争的焦点。随着国民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女性知识型员工的数量及占比均在持续

上升，已成为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受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她们被同时赋

予了职业女性与管家婆的双重角色。与男性知识型员工相比，女性知识型员工更需要平衡工作与家庭间的

关系。一旦工作家庭平衡出现问题，她们的工作表现便会受到影响，最终影响其所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1］。

因此，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已逐渐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学者们对工作家庭关系的探索经历了从冲突到促进再到平衡的转变过程。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单一视角

阐释工作家庭关系，显然这是较为片面的［2］。对于某一个体而言，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并不是非此

即彼的关系，它们可以同时存在，共同组成工作家庭平衡的两个不同构面［3］。因此，本文将从整合的视角出

发，通过工作家庭平衡（work‑family balance）剖析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探究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

因素及其作用结果。

研究表明，组织支持可以对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产生积极影响［4］。以往，学者们大多关注的是正式组织

支持对员工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5］，鲜有学者研究非正式组织支持的效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逐渐重视

非正式组织支持对员工工作家庭关系产生的影响［6］。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s，FSSB）就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组织支持，具体是指主管给予员工的、以改善员工工作家庭关系为目

的的、能帮助员工更好地履行家庭职责的行为［7‑8］。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需要更多研究成果的

支持。基于此，本文将 FSSB作为女性知识型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前因变量展开研究。

依据社会交换理论，要想换取员工的认同和贡献，组织就需要给予他们相应的关心和帮助［9］。FSSB作为

明确指向工作家庭关系的非正式组织支持，可通过帮助女性知识型员工平衡工作家庭关系换取她们对组织的

积极反馈［10］。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情文化”，使得“情”成为维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间关系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中国情境下，大量学者对组织承诺中的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给予了较多关注［11‑12］。在新雇

主经济主义的背景下，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追求情感上的认可［13］。因此，本文结合中国管理情境，选取情

感承诺作为因变量，以工作家庭平衡作为中介变量，探究 FSSB对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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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工作家庭平衡的实现不仅与外界环境有关，还会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14］。依据边界理论，当

个体面对来自工作（家庭）领域的角色需求时，因其自身持有的价值观（如更重视工作或更看重家庭）的不同，

会导致其从当前的工作（家庭）领域转换到家庭（工作）领域的意愿程度，即边界弹性意愿（boundary
flexibility‑willingness）存在差异［15］。这种差异可使个体在工作（家庭）领域受到的来自家庭（工作）领域的积

极（促进）或消极（冲突）的影响出现不同。基于此，本文将女性知识型员工的边界弹性意愿作为 FSSB与情感

承诺关系中的边界条件，考察工作家庭平衡的中介作用是否会因边界弹性意愿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综上，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及边界理论，以女性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构建出一个如图 1所示的

FSSB影响情感承诺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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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文的理论模型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FSSB与情感承诺

情感承诺是组织承诺的核心维度，是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和卷入，代表的是员工与组织间源于情感而产生

的深层次的依附联系［16］。因此，员工情感承诺水平的高低与组织对员工提供的支持是否有利于增进情感密

切相关。一旦组织对员工提供的某种支持可使员工心怀感激，增进与组织的情感，那么这种支持就很可能提

高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但有学者发现，知识型员工较难形成与组织的情感联结［12］。因为他们追求理

性，清晰地知道自己的需求，若组织无法满足，他们更可能发生离职行为。对于女性知识型员工而言，她们肩

负着挣钱与管家的双重压力，重压之下更难以形成对组织的情感联结。《妈妈社群调研报告》显示，有近 1/3
的被调查妈妈曾因工作家庭冲突而放弃工作［13］。因此，组织提供的支持是否有利于女性知识型员工兼顾工

作与家庭已成为组织能否成功留住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FSSB很可能使女性知识型员工

因感受到在履行家庭责任方面的帮助而增加对企业的归属感与忠诚度。Casper等［17］和 Hammer等［6］都在相

关研究中发现了 FSSB对组织承诺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FSSB对女性知识型员工的情感承诺具有正向影响（H1）。

（二）工作家庭平衡的中介作用

学者用资源“稀缺假说”和“加强假说”来阐述工作家庭平衡两个构面的形成过程［18］。资源“稀缺假说”

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和生理资源的有限性可以造成工作家庭冲突；资源“加强假说”则强调个体在工作或家

庭角色卷入中获得的积极体验可以产生工作家庭促进。自认识到二者的整合研究对全面理解工作家庭关系

的重要性之后，学者们纷纷对工作家庭平衡进行了界定。其中，Frone［19］的观点在中国情境下得到了验证。

Frone主张，个体的工作家庭平衡状态越好，表明个体感受到的冲突越少、促进越多，工作家庭平衡是一个四

维度的结构，包括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工作‑家庭促进、家庭‑工作促进。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因

为工作要求、工作时间太多与工作压力太大而影响到家庭责任的表现所产生的角色间的冲突及压力感受；家

庭‑工作冲突是一种因为家庭要求、奉献于家庭的时间太多或家庭压力太大而影响到工作责任的表现所产生

的角色间的冲突与压力感受；工作‑家庭促进是指从工作领域中获得的积极收益（情感、技能等）渗透到家庭

领域，并提升了个体在家庭领域的积极体验；家庭‑工作促进是指从家庭领域中获得的积极收益（情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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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渗透到工作领域，并提升了个体在工作领域的积极体验。4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构面，并不互相对立，可

以同时存在。

有关 FSSB与工作家庭平衡的关系，资源“稀缺假说”和“加强假说”给予了解释。FSSB作为一种非正式

组织支持，可以看作是组织向员工提供的一种资源：一方面，它可以弥补女性知识型员工在工作和家庭角色

卷入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缓解角色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它能帮助员工实现积极的工作家庭关系，增加两者间

的积极渗溢。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FSSB对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H2a）、家庭‑工作冲突（H2b）有负向影响；FSSB对女性知识型

员工的家庭‑工作促进（H2c）、工作‑家庭促进（H2d）有正向影响。

大部分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与组织承诺显著负相关［20］；同时，学者们也提出了工作家庭促进对组织

承诺的正向影响［21］。本文认为：根据资源“稀缺假说”，一个人生理和心理资源的有限性意味着工作家庭冲

突度对资源的消耗正好与成为一个高情感承诺的员工相矛盾，因此无论工作‑家庭冲突还是家庭‑工作冲突

都很可能对情感承诺有负向影响；根据资源“加强假说”，工作与家庭间的积极作用使女性知识型员工可以有

更多的生理和心理资源投入到组织与工作中，缩短与组织的心理距离，提高情感承诺，因此无论家庭‑工作促

进还是工作‑家庭促进都很可能对情感承诺有正向影响。

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了员工与组织的互惠交换关系：组织向员工提供报酬、支持等换取员工的努力工作和

对组织的认同［9］。本文认为，女性知识型员工的 FSSB是通过工作家庭平衡作为中介影响情感承诺的，这种

作用机制正好符合社会交换理论：FSSB是组织为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责任而提供的支持，当女性知识型员工

感知到这种支持对工作家庭平衡产生的积极作用时，出于利益互惠原则，会与组织建立更强的情感联结，对

组织更为认同与忠诚，最终情感承诺得到提升。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H3a）、家庭‑工作冲突（H3b）、家庭‑工作促进（H3c）、工作‑家庭促进

（H3d）分别在 FSSB与情感承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边界弹性意愿的调节作用

众所周知，工作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可获得成就感；家庭则提供人们的亲密关系，可提高幸福感。那么，个

体是更倾向于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还是更在意从家庭中获得幸福感呢？边界弹性意愿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边界理论，划分出工作与家庭的角色边界可使个体在一定时间内把注意力专注于工作（家庭）领域，

从而不受家庭（工作）领域的干扰［22］。边界弹性意愿就是个体在面对来自家庭（工作）领域的角色需求时，愿

意 从 当 前 的 工 作（家 庭）领 域 转 换 到 家 庭（工 作）领 域 的 意 愿 程 度 ，分 为 工 作 弹 性 意 愿（work
flexibility‑willingness）和家庭弹性意愿（family flexibility‑willingness）［15］。工作弹性意愿指个体收缩和扩大工

作领域边界的意愿；家庭弹性意愿指个体收缩和扩大家庭领域边界的意愿［23］。

对于工作弹性意愿较高的女性知识型员工来说，其工作和家庭边界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因此无论在工作

领域受到来自家庭领域的是消极打扰还是积极促进，都容易发生工作到家庭角色的转换。此时若主管向其

提供家庭支持行为，她就很容易感受到在家庭责任履行方面得到的帮助，这不仅可以弥补其工作到家庭角色

转换资源的消耗，缓和家庭‑工作冲突，同时明确指向家庭的支持也可以增加家庭领域到工作领域的积极溢

出，增加家庭‑工作促进。而对于工作弹性意愿较低的女性知识型员工来说，面对同样的情况，无论主管是否

提供了家庭支持行为，她们较低的角色转换意愿都可能使她们感受到的家庭‑工作冲突和家庭‑工作促进不

发生显著变化。家庭弹性意愿同理可得。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家庭弹性意愿在 FSSB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家庭弹性意愿水平

越高，其 FSSB对工作‑家庭冲突的负向影响越大（H4a）；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弹性意愿在 FSSB与家庭‑工作冲突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工作弹性意愿水平

越高，其 FSSB对家庭‑工作冲突的负向影响越大（H4b）；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弹性意愿在 FSSB与家庭‑工作促进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工作弹性意愿水平

越高，其 FSSB对家庭‑工作促进的正向影响越大（H4c）；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家庭弹性意愿在 FSSB与工作‑家庭促进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家庭弹性意愿水平

越高，其 FSSB对工作‑家庭促进的正向影响越大（H4d）。

综合上述有关 FSSB、工作家庭平衡与情感承诺关系的论述，本文认为，边界弹性意愿不仅调节了 FS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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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家庭平衡各维度之间的关系，还调节了工作家庭平衡各维度在 FSSB与情感承诺之间的中介作用，即

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家庭弹性意愿正向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在 FSSB与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即家

庭弹性意愿水平越高，其 FSSB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对情感承诺产生的正向影响越大（H5a）；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弹性意愿正向调节家庭‑工作冲突在 FSSB与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即工

作弹性意愿水平越高，其 FSSB通过家庭‑工作冲突对情感承诺产生的正向影响越大（H5b）；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弹性意愿正向调节家庭‑工作促进在 FSSB与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即工

作弹性意愿水平越高，其 FSSB通过家庭‑工作促进对情感承诺产生的正向影响越大（H5c）；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家庭弹性意愿正向调节工作‑家庭促进在 FSSB与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即家

庭弹性意愿水平越高，其 FSSB通过工作‑家庭促进对情感承诺产生的正向影响越大（H5d）。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样本来自于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7家企业的女性知识型员工。

问卷的发放采用委托发放的方式进行。研究人员在将调查问卷制作成微信版本后，委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负责人进行分发，每位被调查者答卷完毕可随机抽取 5元的现金奖励，中奖率为 10%。这种方式简洁、

方便，也可调动被调查者参与的积极性。

本次共计发放问卷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 263份，有效回收率为 65.75%。在有效样本中，年龄为 26～35
岁的员工占 54.75%；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 79.47%；有 74.90%的员工工作年限在 3年以上；67.30%的员工

已婚。

（二）变量测量
本文中变量的测量所采用的量表均为国内外学者开发编制、已得到实证研究支持的较为成熟的量表，采

用 Likert 5点计分方式。FSSB采用 Hammer等［24］开发的 4题项量表；情感承诺采用 Meyer等［16］开发的 6题项

量表；工作家庭平衡采用 Aryee等［25］开发的 4维度、16题项量表；边界弹性意愿的测量采用马红宇等［26］开发

的 2维度、8题项量表。此外，将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5.809%，

远小于 40%，因此，本文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二）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问卷的信度。FSSB、情感承诺、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工

作‑家庭促进、家庭‑工作促进、工作弹性意愿、家庭弹性意愿的信度分别为 0.861、0.911、0.814、0.812、0.842、
0.889、0.838、0.903。各量表的信度系数均大于 0.700，因此各测量量表信度较高。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各变量间的构念区分性。从表 1可见，八因子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最

佳，说明本文的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八因子模型

六因子模型

五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二因子模型

一因子模型

FSSB；AC；WFC；FWC；WFF；FWF；WFW；FFW

FSSB；AC；WFC+FWC；WFF+FWF；WFW；FFW

FSSB；AC；WFC+FWC；WFF+FWF；WFW+FFW

FSSB；AC；WFC+FWC+WFF+FWF；WFW+FFW

AC；FSSB+WFC+FWC+WFF+FWF；WFW+FFW

AC；FSSB+WFC+FWC+WFF+FWF+WFW+FFW

AC+ FSSB+WFC+FWC+WFF+FWF+WFW+FFW

χ2/df
1.545
2.374
3.773
4.778
5.565
6.057
6.560

TLI
0.938
0.843
0.683
0.568
0.477
0.421
0.363

CFI
0.944
0.856
0.707
0.598
0.512
0.447
0.402

RMSEA
0.046
0.072
0.103
0.120
0.132
0.139
0.146

注：FSSB代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AC代表情感承诺；WFC代表工作‑家庭冲突；FWC代表家庭‑工作冲突；WFF代表工作‑家庭促进；FWF代表家

庭‑工作促进；WFW代表工作弹性意愿；FFW代表家庭弹性意愿；“+”代表两个因子合并为一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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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2。FSSB与情感承诺正相关；FSSB分别与工作‑家庭冲

突、家庭‑工作冲突负相关；FSSB分别与工作‑家庭促进、家庭‑工作促进正相关；工作‑家庭冲突与家庭‑工作冲

突分别与情感承诺负相关；工作‑家庭促进、家庭‑工作促进分别与情感承诺正相关。这些结果为假设提供了

初步支持。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1.年龄
2.学历
3.婚姻

4.工作年限
5.FSSB

6.情感承诺
7.工作‑家庭冲突
8.家庭‑工作冲突
9.家庭‑工作促进
10.工作‑家庭促进
11.工作弹性意愿
12.家庭弹性意愿

平均值
标准差

1
1

-0.210**
0.491**
0.496**
0.081
0.218**
0.003
0.031
0.007
0.058
-0.124*
0.135*

2
1

-0.232**
-0.302**
-0.075
-0.188**
-0.049
0.069
-0.025
-0.041
0.246**
-0.090

3

1
0.483**
0.069
0.276**
0.009
0.012
0.056
0.068
0.039
0.155*

4

1
0.070
0.231**
0.037
-0.018
-0.039
-0.001
-0.080
0.161**

5

1
0.548**
-0.320**
-0.213**
0.284**
0.314**
-0.097
0.310**
3.156
0.878

6

1
-0.234**
-0.167**
0.429**
0.453**
-0.062
0.460**
3.440
0.824

7

1
0.426**
-0.180**
-0.163**
0.126*
0.128*
2.970
0.814

8

1
-0.158**
0.030
0.263**
0.037
2.672
0.748

9

1
0.518**
0.081*
0.267**
3.809
0.659

10

1
0.076
0.286**
3.477
0.732

11

1
0.008
3.128
0.785

12

1
3.339
0.851

注：N=263；*表示在 0.05的水平显著；**表示在 0.01的水平显著。

（四）假设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然后采用 Bootstrap法检验被调节的中

介效应。

1.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从表 3与表 4显示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FSSB对情感承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522，p<0.001），H1成立；FSSB对工作‑家庭冲突（β =-0.334，p<0.001）、家庭‑工作冲突（β = -0.206，p<0.001）
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H2a、H2b成立。家庭‑工作促进（β = 0.281，p<0.001）、工作‑家庭促进（β = 0.345，p<
0.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c、H2d成立；工作‑家庭冲突（β = -0.250，p<0.001）、家庭‑工作冲突（β =
-0.165，p<0.01）均对情感承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控制了工作‑家庭冲突后，工作‑家庭冲突对情感承

诺的影响并不显著（β = -0.086，ns），FSSB对情感承诺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493，p<0.001）。因此，进

一步进行了 Sobel检验。家庭‑工作冲突同理。经 Sobel检验，工作‑家庭冲突（z = 1.540，ns）与家庭‑工作冲突

（z = 1.001，ns）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H3a与 H3b未成立，那么在 H3a基础上建立的 H5a“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家

庭弹性意愿正向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在 FSSB与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与在 H3b基础上建立的 H5b“女

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弹性意愿正向调节家庭‑工作冲突在 FSSB与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也都不能成

立，无需进一步验证。家庭‑工作促进（β = 0.418，p<0.001）、工作‑家庭促进（β = 0.442，p<0.001）均对情感承诺

具有正向影响。在控制了家庭‑工作促进后，家庭‑工作促进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显著（β = 0.294，p<
0.001），FSSB 对情感承诺的正

向影响有所减小但仍显著（β=
∣0.439 ∣< ∣0.522 ∣，p<0.001），说明

家庭‑工作促进在 FSSB与情感

承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3c
成立。在控制了工作‑家庭促进

后，工作‑家庭促进对情感承诺

的正向影响显著（β = 0.296，p<
0.001），FSSB对情感承诺的正向

影 响 有 所 减 小 但 仍 显 著（β =
∣0.420∣<∣0.522∣，p<0.001），说明工

作‑家庭促进在 FSSB与情感承诺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3d成立。

表 3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情感承诺）

变量

年龄

学历

婚姻状况

工作年限

FSSB

工作‑家庭冲突

家庭‑工作冲突

家庭‑工作促进

工作‑家庭促进

R2

ΔR2

情感承诺

模型 1
0.103
-0.141*
0.194*
-0.032

0.080
0.080

模型 2
0.070
-0.103
0.185**
-0.023
0.522***

0.353
0.273

模型 3a
0.089
-1.560*
0.011
-0.015

-0.250***

0.140
0.060

模型 3b
0.117
-0.128*
-0.003
-0.047

-0.165**

0.104
0.024

模型 3c
0.075
-0.122*
0.014
0.051

0.418***

0.253
0.173

模型 3d
0.055
-0.129*
-0.008
0.044

0.442***
0.273
0.193

模型 4a
0.067
-0.111*
0.181*
-0.017
0.493***
-0.086

0.357
0.004

模型 4b
0.075
-0.099
0.190**
-0.028
0.510***

-0.059

0.354
0.001

模型 4c
0.055
-0.096
0.145*
0.034
0.439***

0.294***

0.431
0.078

模型 4d
0.044
-0.103*
0.144*
0.026
0.420***

0.296***
0.428
0.075

注：N=263；*表示在 0.05的水平显著；**表示在 0.01的水平显著；***表示在 0.001的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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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工作家庭平衡）

变量

年龄

学历

婚姻状况

工作年限

FSSB
工作弹性

意愿

FSSB×工作
弹性意愿

家庭弹性
意愿

FSSB×家庭
弹性意愿

R2
ΔR2

工作家庭平衡

工作‑家庭冲突

模型 5a
-0.053
-0.058
-0.058*
0.068

0.015
0.015

模型 6a
-0.032
0.082
-0.053*
0.062

-0.334***

0.094
0.079

模型 7a
-0.030
-0.077
-0.061
0.034

-0.410***

0.224***

-0.041**
0.176
0.032

家庭‑工作冲突

模型 5b
0.087
0.084
0.075
-0.086

0.003
0.003

模型 6b
0.100
0.069
0.078
-0.090
-0.206***

0.036
0.033

模型 7b
0.141
0.008
0.032
-0.076
-0.185**
0.260***

-0.042**

0.135
0.041

家庭‑工作促进

模型 5c
0.066
-0.046
-0.027
-0.199*

0.007
0.007

模型 6c
0.048
-0.026
-0.022
-0.194*
0.281***

0.07
0.063

模型 7c
0.068
-0.051
0.116
-0.188
0.292**
0.153**

0.091**

0.125
0.028

工作‑家庭促进

模型 5d
0.108
-0.028
0.144
-0.172

0.003
0.003

模型 6d
0.086
-0.003
0.138
-0.166
0.345***

0.114
0.111

模型 7d
0.079
0.005
0.013
-0.177
0.286***

0.214***

0.109**
0.174
0.024

注：N=263；*表示在 0.05的水平显著；**表示在 0.01的水平显著；***表示在 0.001的水平显著。

2. 调节效应检验

由表 4显示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可知，FSSB（β = -0.410，p<0.001）、FSSB与家庭弹性意愿的交互项（β =
-0.041，p<0.01）均对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家庭弹性意愿对 FSSB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

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H4a成立；FSSB（β = -0.185，p<0.01）、FSSB与工作弹性意愿的交互项（β = -0.042，p<
0.01）均对家庭‑工作冲突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工作弹性意愿对 FSSB与家庭‑工作冲突的关系具有正向

调节作用，H4b成立；FSSB（β = 0.292，p<0.01）、FSSB与工作弹性意愿的交互项（β = 0.091，p<0.01）均对家

庭‑工作促进冲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工作弹性意愿对 FSSB与家庭‑工作促进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

用，H4c成立；FSSB（β = 0.286，p<0.001）、FSSB与家庭弹性意愿的交互项（β = 0.109，p<0.01）均对工作‑家庭促

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庭弹性意愿对 FSSB与工作‑家庭促进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H4d成立。

工作弹性意愿与家庭弹性意愿的调节效应如图 2～图 5所示。

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分析了工作弹性意愿如何调节家庭‑工作促进在 FSSB与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

用，结果见表 5。3种不同工作弹性意愿水平下的 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35，0.132］、［0.043，0.160］、［0.075，
0.212］，均不包含 0。说明在低、中、高 3个工作弹性意愿水平下，在 FSSB对情感承诺的影响中家庭‑工作促进的

中介效应均显著，且随着工作弹性意愿的提高，家庭‑工作促进的部分中介作用也逐渐增强，H5c成立。

�

�
�

�

�

�
ѻ&33" 倅&33"

ጒ
҉

უ

Ꮪ
۟

⾮

ѻუᏚᑦᕔᘼᙬ

倅უᏚᑦᕔᘼᙬ �

�

�

�

�

�

უ
Ꮪ
- ጒ

҉
۟

⾮

ѻ&33" 倅&33"

ѻጒ҉ᑦᕔᘼᙬ
倅ጒ҉ᑦᕔᘼᙬ

图 2 家庭弹性意愿对 FSSB与工作‑家庭

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 3 工作弹性意愿对 FSSB与家庭‑工作

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其次，分析了家庭弹性意愿如何调节工作‑家庭促进在 FSSB与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

用，结果见表 6。3种不同家庭弹性意愿水平下的 95%置信区间分别是［0.019，0.111］、［0.042，0.143］、［0.077，
0.195］，均不包含 0。说明在低、中、高 3个家庭弹性意愿水平下，在 FSSB对情感承诺的影响中工作‑家庭促进的

中介效应均显著，且随着家庭弹性意愿的提高，工作‑家庭促进的部分中介作用也逐渐增强，H5d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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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作弹性意愿对 FSSB与家庭‑工作

促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 5 家庭弹性意愿对 FSSB与工作‑家庭

促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 5 在 FSSB对情感承诺的影响中家庭‑工作促进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工作弹性意愿

低水平工作弹性意愿

中水平工作弹性意愿

高水平工作弹性意愿

效应

0.058
0.081
0.103

95%置信区间下限

0.035
0.043
0.075

95%置信区间上限

0.132
0.160
0.212

表 6 在 FSSB对情感承诺的影响中工作‑家庭促进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家庭弹性意愿

低水平家庭弹性意愿

中水平家庭弹性意愿

高水平家庭弹性意愿

效应

0.057
0.079
0.094

95%置信区间下限

0.019
0.042
0.077

95%置信区间上限

0.111
0.143
0.195

四、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及意义。首先，FSSB是提高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的重要因素。在现代中国背景下，女性

知识型员工往往秉持事业与家庭并重，甚至追求事业与家庭双赢的理念，FSSB作为明确指向员工工作家庭关

系的非正式组织支持，对其产生的意义深刻，她们很可能会因为组织帮助其履行家庭责任而增加对组织的认可

与感激，提高情感承诺。可以说，FSSB已成为企业实施“拴心留人”之道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其次，工作家庭

促进在FSSB影响女性知识型员工的情感承诺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工作家庭冲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未得到验证。

这一结果进一步佐证了 Odledusseau等［27］、Grzywacz和 Butler［28］的研究结论：资源与工作家庭促进显著相关，与

工作家庭冲突不相关；压力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相关，与工作家庭促进不相关。显然，FSSB可看作是企业给予

员工的资源而非压力，而对于工作家庭冲突来说，角色压力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 FSSB，因此工作家庭冲突并未

在 FSSB与女性知识型员工的情感承诺间起中介作用，工作家庭促进却可以。最后，边界弹性意愿调节了工作

家庭促进在 FSSB与情感承诺关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边界弹性意愿作为一种个体特质，表示的是个体在面对

角色转换需求时的转换意愿。对于边界弹性意愿水平高的女性知识型员工，她进行角色转变的意愿较高，FSSB
对其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较大，因此工作家庭促进更多的传导了 FSSB对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的影响；但

在边界弹性意愿水平低的女性知识型员工中，其工作和家庭间的边界清晰，FSSB对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较弱，

FSSB对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的效应就较少地通过工作家庭促进来传导。

（2）管理启示。第一，企业应重视 FSSB在企业保留人才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应建立起家庭支持型的组

织文化，对 FSSB做出积极干预。例如，可以建立起员工帮助计划、儿童托管服务、弹性工作时间、带薪休假

等。但仅仅建立这种正式的政策和措施是不够的，应同时鼓励并培训主管的 FSSB。因为主管才是企业政策

落实的执行者，这种正式的政策和措施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往往与主管的解读与执行密切相关。特别是与那

些拥有正式工作‑家庭支持政策的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中的非正式的工作‑生活安排以更为灵活和隐

形的形式存在，往往都是通过主管与员工之间的沟通与协商来实现。因此，主管在企业实施家庭支持型政策

和措施的过程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对其进行相关的培训以及政策的解读显得尤为重要。第二，企业应关注

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对其情感承诺产生的影响。对于家庭负担比较重的女性知识型员工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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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们处理工作家庭关系时容易遇到较难解决的困难，企业既要提供雪中送炭的关怀与帮助，也要进行未雨

绸缪的计划和安排。例如，可提供培养员工协调解决问题能力的培训、时间和压力管理培训，使之能够采取

积极的应对方式处理工作家庭关系。较为全面地关注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更可能有效地加强

女性知识型员工与组织的情感联结，促进她们为组织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第三，企业应对女性知识型员工实

施差异化管理，企业可针对边界弹性意愿较低的女性知识型员工进行干预，通过课程培训、心理辅导等方式

提升她们的边界弹性意愿，使 FSSB对其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

（3）研究局限。首先，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后续研究可尝试采用纵向收集的数据开展动态性研究，

以更为准确地捕捉变量间的关系。其次，本文虽已进行了 Harman单因素分析，但依然无法完全消除共同方

法偏差的影响，未来可通过领导、同事等多个被调查主体来收集问卷。最后，本文将 FSSB看作是单维度变

量，采用了简版量表对其进行测量，未来应考察 FSSB的不同维度对女性知识型员工工作家庭平衡及情感承

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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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涑贤等：

BIM应用下项目主体间信任关系
对虚拟协作有效性的影响

——信息共享质量的中介效应

张涑贤，王 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西安 710055）

摘 要：基于互动理论视角，构建了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下项目主体间信任关系、信息共享质量与虚拟协作有效性的关系

模型，并考虑了信任关系的两种表现形式：信任合作方和我方的被信任感。通过对 331份建筑企业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信任合作方和我方的被信任感均显著正向影响虚拟协作有效性；基于 BIM技术的信息共享质量在信任关系与虚拟协作

有效性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发现信息共享质量在信任合作方与虚拟协作有效性间的中介效应略强于其在我方的被信任感

与虚拟协作有效性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建筑企业间开展虚拟协作提供了参考，便于企业更好地制定 BIM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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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协作是指协作成员通过信息技术渠道彼此合作以完成项目任务［1］，被认为是在地理上分散的环境

中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方法［2］。而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作为创建、共享和利用

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的一种协作工具［3］，为项目参与方提供了一个信息共享平台，故 BIM应用下项目主体间

的合作将发生在虚拟情景中：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就是各参与方通过基于 BIM技术的“智慧工地”平台全

面感知施工现场，实现了工作互联、信息共享等决胜千里之外的虚拟协作。然而，虚拟团队中部分或所有成

员是分散的、面对面会议交流是不现实的［4］，故建立和维护信任对于虚拟团队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5］。因

此，当 BIM技术跨越组织构建虚拟协作环境时，基于项目的组织间信任关系对虚拟协作有效性的影响将变得

更为突出。

众多学者指出信任是发展组织间关系和确保有效协作的重要因素［6］。然而现有研究仅关注了单方面信

任与虚拟协作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并未剖析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对信任关系的感知区别。事实上，组织间的合

作行为不仅通过我方对合作方的信任程度来表现，而且通过感到被合作方的信任程度来塑造［7］，被信任感产

生于对合作方工作方式的关注和了解，进而增强对人际关系的可预测性和团队成员间的信心［8］。而虚拟协

作成员的感知能力有助于构建共享的心智模型，提高虚拟协作的效果［9］，即组织间的被信任感可能对虚拟协

作有效性产生积极的作用。故本文基于应用 BIM技术的项目，以设计方和施工方的合作为基础，重点关注信

任关系的两种表现形式（信任和被信任感）与虚拟协作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互动理论指出用户‑用户互动将驱动用户‑技术互动，而用户‑技术互动又决定了协作工作的质量［10］。项

目主体间的信任互动促进了组织为实现双赢而采取的信息共享，这种信息共享是用户和技术的交互过程，通

过感知技术工具对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必要性和有用性的影响，进而作用于组织间的协作效果。而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BIM已经成为一种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的信息管理过程，支持不同项目主体间的信息交换［11］，也

即是说，BIM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设计师和施工方信息共享的方式，为组织间虚拟协作提供了支持。所以本文

将基于 BIM技术的信息共享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有助于解释用户‑用户互动（信任和被信任感）和虚拟协作有

效性之间的关系。

综上分析，本文基于互动理论视角，分析了 BIM虚拟平台下项目主体间的信任关系对虚拟协作有效性的

影响，并探讨了信息共享质量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项目管理领域组织间信 任和被信任感与虚

拟协作的研究体系，而且为工程项目相关方在日趋复杂、虚拟的环境中建立竞争优势提供了可操作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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